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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研究基于非线性门槛模型，通过对 ８５４ 名新生代员工的多时点调查分

析，从动态视角探讨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影响。 研究发现：
（１）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的离职意向产生非线性的门槛效应，门槛值之前

正向影响效应不显著，之后则正向影响效应显著且大幅提升；（２）员工易变性职业生涯倾

向较弱时，上述门槛效应显著，反之则门槛效应不显著；（３）员工外部可雇佣性感知较强

时，上述门槛效应显著，反之则门槛效应不显著；（４）外部可雇佣性感知较强时，易变性职

业生涯倾向的调节效应显著，反之则调节效应不显著。 本研究既深化拓展了强制性组织

公民行为影响效应的动态研究视角以及理论阐释机制，也警示了实践中强制性组织公民

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动态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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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中国高权力距离文化情境的现实背景下，不乏有企业采用高压管理方式迫使员工付出额外

劳动（Ｌｉｕ 等，２０１９） ［１］，然而，该管理方式未必适用于新生代员工。 新生代员工一般指出生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及以后，并逐步走上社会、进入工作岗位的从业群体（周文斌等，２０１３） ［２］。 与老一辈员

工相对遵从权威不同，以“８０ 后”和“９０ 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员工出生在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时期，
相对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家庭的宠爱往往使他们形成了自我意识较强，且更为崇尚自主性的个

性特征（胡翔等，２０１４） ［３］。 因此，当他们面对组织高压管理下的角色外要求时，即使表面服从了组

织安排，内心也较不情愿，极易产生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即迫于组织压力而非自愿从事的组织需

要的角色外行为（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２００６） ［４］。 进而，在组织高压管理所诱发的“被加班”“被奋斗”等强

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影响下，新生代员工的离职意向也在加速产生。 而从已有研究来看，有学者关注

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影响因素（淦未宇和徐细雄，２０１８［５］；程垦和林英晖，２０１７［６］ ），也有学者关

注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消极效应（Ｚｈａｏ 等，２０１４［７］）；Ａｈｍａｄｉａｎ 等，２０１７［８］；Ｈｅ 等，２０１９［９］ ），但少

有研究将二者联系起来，即聚焦于新生代员工，系统解析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如何对离职意向产生

影响（周霞和王亚丹，２０１８） ［１０］。
资源保存理论指出，时间精力等是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源，任何导致这些资源遭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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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刺激都会被个体视为压力源（Ｈａｌｂｅｓｌｅｂｅｎ 等，２０１４） ［１１］。 由于员工迫于组织要求从事的强制

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越高，被迫付出的时间精力越多，遭受的资源损失也越大，所以强制性组织公

民行为也极易被新生代员工视为职场压力源，那么进一步，该压力源如何对新生代员工的离职意向

产生影响？ 本文主要从挑战性 － 阻碍性压力源视角切入对该问题进行解析。 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 等

（２０００） ［１２］提出，可以按照应对压力源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收益将压力源划分为挑战性和阻碍性压

力源。 之后，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等（２００７） ［１３］在此基础上提出挑战性 －阻碍性压力源与离职意向关系的理论

模型，指出阻碍性压力源会诱发个体产生负面情感等压力应激反应，导致离职意向的产生；而挑战

性压力源会诱发个体产生积极压力应激反应，进而降低离职意向的产生（Ｓｐｅｃｔｏｒ，２０１９） ［１４］。 因此，
鉴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在消耗个体资源和损害个体自主目标的同时，也意味着为组织付出了额

外劳动，有助于个体获得多劳多得的收益，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可能会被员工同时视为挑战性和阻

碍性压力源，进而诱发员工的积极和消极的压力应激反应，对离职意向产生正负“双刃剑”效应。
然而，该正负“双刃剑”效应孰强孰弱？ 有研究表明，挑战性与阻碍性压力源的正负“双刃剑”

效应会伴随压力源强度变化而变化（侯昭华和宋合义，２０２０） ［１５］，本研究认为，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作为挑战性与阻碍性压力源，对离职意向的正负“双刃剑”效应也会伴随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强度

变化而变化，进而导致二者之间的总效应呈现非线性变化规律。 具体而言，鉴于个体的资源精力存

在有限性（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１９７３） ［１６］，纵使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一开始会被同时视为挑战性与阻碍性压

力源，但是，一旦当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上升至一定频率，达到个体精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令员工无

法兼顾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角色内行为时，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被视为挑战性压力源的程度会

不断减弱，被视为阻碍性压力源的程度会继续增强，进而导致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

职意向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也就是说，在门槛值之前，“双刃剑”路径相互抗衡，影响效应不显

著；在门槛值之后，阻碍性压力源路径效应占据主导作用，正向影响效应显著。
此外，鉴于个体对压力源性质认知评估存在个体差异（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９５） ［１７］，并且个体行为决策不

仅受到压力应激反应的无意识影响，也受到理性认知系统的有意调控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 和 Ｍｉｓｃｈｅｌ，
１９９９） ［１８］，因此，即使面对同样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员工也会对其做出不同认知解读和决策反

应，进而在离职意向上表现出多元化差异。 由此，本研究从个体层面引入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和外

部可雇佣性感知作为调节变量，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离职意向之间非线性门槛关系的边界条

件进一步解析。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动态视角引入门槛模型，对强制性

组织公民行为与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规律进行分析；二是丰富理论阐释机

制，基于压力源视角深入探究二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黑箱机理；三是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和外部

可雇佣性感知来进一步解析二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边界条件。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影响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是员工迫于外部压力而非自愿做出的组织需要的角色外行为（Ｖｉｇｏｄａ⁃
Ｇａｄｏｔ，２００６） ［４］，也被称为压力性组织公民行为或要求诱发性组织公民行为 （ Ｓｐｅｃｔｏｒ 和 Ｆｏｘ，
２０１０［１９］；Ｂｏｌｉｎｏ 等，２０１３［２０］）。 该概念伴随对组织公民行为动机的质疑而生，与组织公民行为相互

联系又相互区分。 尽管二者在外在表现上都是符合组织需要的角色外行为，但在行为动机上却截

然不同（彭正龙和赵红丹，２０１１［２１］；王红丽，２０１８［２２］）。 具体而言，组织公民行为更为强调行为动机

的内在性和自主性，即员工主动自发地从事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而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更为强

调行为动机的外在性和被迫性，即员工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迫于外部压力，而不得不付出额外劳

动做出组织需要的角色外行为。 故员工从事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越高，被迫付出的时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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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越多，遭受的个人资源损失也越大，所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极易被员工视为职场压力源。
Ｃａｖａｎａｕｇｈ 等（２０００） ［１２］指出，个体会根据应对压力源是否可以为自己带来收益，将压力源划

分为挑战性和阻碍性压力源。 之后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等（２００７） ［１３］进一步提出挑战性 － 阻碍性压力源和离

职意向关系的理论模型，指出诱发损失感知的阻碍性压力源会促使个体产生消极压力应激反应，这
将增强个体的离职倾向；而诱发收益感知的挑战性压力源会促使个体产生积极压力应激反应，这将

降低离职倾向的产生。 鉴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在妨碍个体短期自主性目标实现的同时，也意味

着服从组织要求为组织做出了贡献，有助于个体获得多劳多得的收益；且新生代员工在工作中既重

视内在偏好，追求工作自主性，又具有功利导向，渴望薪酬、职位晋升等收益（李燕萍和侯烜方，
２０１２） ［２３］，因此，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可能既会因为干扰个人短期自主目标的实现，诱发员工产生

损失感知，而被视为阻碍性压力源；也会因为诱发员工产生多劳多得的收益感知，而被视为挑战性

压力源，进而对离职意向产生正负“双刃剑”效应。 然而，该正负“双刃剑”效应孰强孰弱？
资源限制理论指出，个体的资源精力存在有限性（Ｒａｄｅｌ 和 Ｃｌ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ｌｌｏｔｉｎ，２０１２） ［２４］，而员工

在从事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消耗资源精力，所以在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高

低不同的条件下，员工可能产生不同的收益和损失感知，进而导致正负“双刃剑”效应的相对强弱

状态伴随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变化而变化，最终致使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影响的

总效应呈现非线性变化规律。 具体而言，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较低时，由于个体的精力较为充

沛，能够兼顾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角色内行为，可以通过多劳多得获取组织回馈的更高收益，所
以在该条件下，个体在产生个人自主目标损失感知的同时，也会产生相当强度的收益感知，进而导

致挑战性压力源主导的负向效应可能对阻碍性压力源主导的正向效应产生一定遮掩作用，导致强

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正向影响效应不显著。 然而，一旦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上升

至一定强度，导致个体的资源精力几乎耗尽而无法兼顾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角色内行为时，员工

的收益感知将不断下降，此时由于损失感知会持续上升，阻碍性压力源的路径效应将逐渐在正负

“双刃剑”路径效应的相互作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促使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综上，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即门槛值之前，“双刃

剑”路径效应相互抗衡，致使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但是，当强制性

组织公民行为强度超过门槛值之后，阻碍性压力源路径效应将占据主导地位，致使正向影响效应显

著且大幅提升。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 即，门槛值

之前，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当超过门槛值之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

为对离职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２．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作用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指出，个体对压力源属性的认知评价具有个体差异（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９５） ［１７］，即使

面对同样的压力源，具有不同特质倾向的个体也会对压力源进行不同评估（Ｗｅｂｓｔｅｒ 等，２０１１［２５］；刘
淑桢等，２０１９［２６］）。 基于该理论，具有不同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员工可能也会对强制性组织公民

行为压力源做出不同评估。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指个体通过自主管理职业生涯实现主观职业成功

的倾向（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等，２０１５［２７］；Ｈｏｌｔｓｃｈｌａｇ 等，２０２０［２８］），其主要有两层涵义：其一，职业成功以主观

认知为主，即个体会自主设定职业成功目标，对自主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视。 对于高易变性职业生涯

倾向个体而言，他们只有将时间精力投入到自我设置的目标，实现自主目标和提升自我价值后，才
会真正感知到职业成功，否则，即使组织给予晋升机会和高收入，他们也未必会感受到满意（Ｌｉ 等，
２０１９［２９］；Ｒｅｄｏｎｄｏ 等，２０１９［３０］）。 其二，职业决策以自我导向为主，与组织承诺强调员工要持续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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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组织不同，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更为强调员工对职业生涯发展过程进行自主选择和自我管理

（Ｗａｔｅｒｓ 等，２０１４） ［３１］。 拥有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员工一旦发现与组织无法契合，更易于另寻

其他组织进行职业探索。
随着员工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增强，员工会越来越崇尚工作自主性，且偏好对工作目标进行自

主管理和自我控制，即使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可以带来多劳多得的潜在收益，这种以自主性损失为代

价的收益对他们而言也难以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这也进一步导致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新生代员

工可能在刚开始从事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时，就产生较高的损失感知和较低的收益感知，进而导致挑

战性压力源路径效应从一开始就较弱，而阻碍性压力源路径效应将始终在“双刃剑”路径效应的相互

作用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致使二者之间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消失，始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效应。 与之

形成对照的是，对于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员工，在从事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初期仍然会同时感受

到相互抗衡的收益感知和损失感知。 因此，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效应，只有在强制

性组织公民行为达到一定强度后才出现显著变化，即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综上，易变

性职业生涯倾向会显著调节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显著调节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之间的非线性

关系。 即，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较弱时门槛效应显著；反之，则门槛效应不显著，强制性组织公民行

为对离职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线性影响效应。
３．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调节作用

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的行为决策不仅会受到情感等压力应激反应的无意识影响，也会

受到理性认知系统的有意识调控（Ｍｉｓｃｈｅｌ 和 Ｓｈｏｄａ，１９９５） ［３２］。 基于此，新生代员工在做出离职决

策时，既会受到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所触发的压力应激反应的冲动性影响，也会受到离职风险和离

职成本等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此时外部可雇佣性感知将为新生代员工进行离职决策的理性分析提

供情境线索。 外部可雇佣性感知指个体认为自己有能力在其他企业找到可替代性工作机会的可能

性（Ｕｄａｙａｒ 等，２０１８［３３］；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ｅｒｓ 等，２０１９［３４］）。 外部可雇佣性感知越强，个体会认为自己离职后

可以获得的职业发展机会也越多；反之，个体则会认为离职成本和风险较高，即如果自己离开现任

企业，就难以找到与现任工作相媲美的工作机会，甚至会因为离职而影响生活质量和职业发展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等，２０１９［３５］；Ｂｌｏｋｋｅｒ 等，２０１９［３６］）。
随着新生代员工外部可雇佣性感知水平的降低，即使新生代员工已经从事强制性组织公民行

为至精力极限，产生较高的阻碍性压力应激反应，他们也会因为考虑到较高的离职风险和离职成本

而倾向于选择隐忍，留任组织，进而导致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影响的门槛效应消失，二
者之间始终呈现较低水平的正相关；反之，对于高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新生代员工而言，由于他们

的离职风险和代价较低，所以，一旦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达到门槛值，他们将会在阻碍性压力

应激反应的主导作用下，大幅提升离职意向，进而导致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门槛效应

仍然显著。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外部可雇佣性感知显著调节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 即，外部可雇佣性感知较强时门槛效应显著；反之，则门槛效应不显著，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

离职意向产生正向线性影响效应。
４．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与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联合调节作用

基于个体与情境交互作用的视角，特质激活理论指出，个体某种人格特质能否被激活与其所处

情境有关，当情境所具备特征有利于该特质的外在表现时，个体就会激活该特质倾向，表现出与特

质一致的行为倾向；反之，就会抑制该特质的外显行为表现（Ｔｅｔｔ 和 Ｂｕｒｎｅｔｔ，２００３） ［３７］。 根据该理

论，当个体感知的外部可雇佣性较强时，鉴于个体可以感知到较好的就业前景，即认为外部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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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机会较多，可以通过职业流动重塑职业生涯发展，在此条件下，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特质更

易被激活，其上述独立调节作用也更易显著。 反之，当个体感知的外部可雇佣性较弱时，鉴于个体

主观感知的就业前景较差，即认为外部可替代性就业机会较少，难以为离职后重塑职业生涯发展提

供良好的外部机会情境，在此条件下，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特质的作用难以被激活，调节作用也不

易显现，且受高离职风险和离职成本主观感知影响，无论易变性职业生涯倾是高还是低，强制性组

织公民行为均不会诱发员工较高的离职意向。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离职意向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依赖

于外部可雇佣性感知。 即，外部可雇佣性感知越强，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作用越强；反之则

调节作用不显著。

三、 研究设计

１．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对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河北、河南等地共 ５３ 家企业的 ９３２ 名新生代员工进行了三个

时间点的调查。 第一个时点主要是收集了员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等人口统计学

变量信息；第二个时点主要向员工发放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外部可雇佣

性感知问卷，获取员工对近三个月来在本公司所做出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的评价，以及对自

我的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和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报告；一个月后实施第三个时点的调查，主要向员

工发放离职意向问卷，获取员工对自己近一个月的离职意向的自我评价。 全部调研结束后，删除中

途退出调研的流失样本问卷，以及关键题项无应答、连续多个填写规律题项的样本问卷，最终共获

得有效问卷 ８５４ 份。
在收集到的有效调研样本中，男性 ３６５ 人，占比为 ４２􀆰 ７４％，女性 ４８９ 人，占比 ５７􀆰 ２６％；专科及以

下 １２４ 人，占比 １４􀆰 ５２％，本科 ６３３ 人，占比 ７４􀆰 １２％，研究生及以上 ９７ 人，占比 １１􀆰 ３６％；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

出生员工 ４０９ 人，占比 ４７􀆰 ８９％ ，１９９０ 年之后出生员工 ４４５ 人，占比 ５２􀆰 １１％ ；员工平均年龄为 ２９􀆰 ５４
岁，平均工作年限为 ５􀆰 ４９ 年。 样本所在企业覆盖互联网、金融、广告、教育、培训等多个行业，涉及

民营企业（５８􀆰 ４９％ ）、国有控股企业（２４􀆰 ５３％ ）、外资企业（９􀆰 ４３％ ）、中外合资企业（５􀆰 ６６％ ）、其他

类型企业（１􀆰 ８９％ ）。
２．变量测量

本研究量表来自于已有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量表。 对于研究中涉及的英文量表，遵循 Ｂｒｉｓｌｉｎ
（１９８０） ［３８］所提出的“回译法”步骤，依次通过翻译、回译、预测验、修改确定量表最终题项内容，以
确保题项语意表达的清晰性和正确性。 本文所涉及变量的量表分析如下：

（１）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采用 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２００７） ［３９］开发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对员

工近三个月来所从事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强度进行测量。 量表共包含 ５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 ５
点计分方式，评分范围从 １ ～ ５ 代表行为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具体条目如“除完成本职工作外，我不

得不服从并协助上级完成他 ／她的工作”。 该量表信效度已被国内众多研究验证。 本研究中，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 ９０。
（２）离职意向。 采用 Ｊａｒｏｓ（１９９７） ［４０］开发的离职意向量表对员工近一个月所产生的离职意向

进行测量。 量表共包含 ４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 ５ 点计分方式，评分范围从 １ ～ ５ 代表符合条目描述

内容的程度越来越强。 具体条目如“在未来半年内，我很可能会离开现在的单位”。 本研究中，量
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 ８４。

（３）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采用 Ｂｒｉｓｃｏｅ 等（２００６） ［４１］开发的量表对员工的易变性职业生涯倾

向进行测量。 量表共包含 １４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５ 点计分方式，评分范围从 １ ～ ５ 代表符合条目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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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内容的程度越来越强。 具体条目如“我尤为重视职业生涯管理中的独立自主性”。 本研究中，量
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 ７９。

（４）外部可雇佣性感知。 采用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和 Ａｒｎｏｌｄ（２００７） ［４２］开发的量表对新生代员工感知的外

部可雇佣性进行测量。 量表共包含 ６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５ 点计分方式，评分范围从 １ ～ ５ 代表符

合条目描述内容的程度越来越强。 具体条目如“离开现任单位重新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

并不难”。 本研究中，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 ８２。

四、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１．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离职意向、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与外部可

雇佣性感知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进行分析检验。 结果如表 １ 所示，四因子模型拟合指数显著优于

其他因子模型，说明研究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区分效度良好。
表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Ｘ２ ｄｆ Ｘ２ ／ ｄｆ ＣＦＩ 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四因子模型（ＣＣＢ，ＴＩ，ＰＣＯ，ＳＥＥ） １０３８􀆰 ０６ ３４４ ３􀆰 ０２ ０􀆰 ９１ ０􀆰 ９２ ０􀆰 ０５ ０􀆰 ０５

三因子模型（ＣＣＢ ＋ ＴＩ，ＰＣＯ，ＳＥＥ） １８５６􀆰 １４ ３４７ ５􀆰 ３５ ０􀆰 ８０ ０􀆰 ８５ ０􀆰 ０７ ０􀆰 ０７

二因子模型（ＣＣＢ ＋ ＴＩ ＋ ＰＣＯ，ＳＥＥ） ３６０６􀆰 ４１ ３４９ １０􀆰 ３３ ０􀆰 ５７ ０􀆰 ６６ ０􀆰 １１ ０􀆰 １５

单因子模型（ＣＣＢ ＋ ＴＩ ＋ ＰＣＯ ＋ ＳＥＥ） ５０２０􀆰 ７３ ３５０ １４􀆰 ３４ ０􀆰 ３８ ０􀆰 ５４ ０􀆰 １３ ０􀆰 １７

　 　 注：ＣＣＢ ＝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ＴＩ ＝ 离职意向，ＰＣＯ ＝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ＳＥＥ ＝ 外部可雇佣性感知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法对变量之间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四个

主要变量所涵盖的 ２８ 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主成分分析提取六个因子，其中最大

公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 １８􀆰 ８４％ ，远小于 ４０％ 的临界值，未达到变异总量的绝大多数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等，２００３） ［４３］，说明变量之间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此外，如表 １ 所示，四因子模型拟

合指数显著较高，同样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数据质量不会造成过大的影响。
３．描述性统计

各个变量的标准差、平均值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２ 所示。 结果显示强制性组织公民

行为（ ｒ ＝ ０􀆰 ４１，ｐ ＜ ０􀆰 ００１）、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ｒ ＝ ０􀆰 ０７，ｐ ＜ ０􀆰 ０５）、外部可雇佣性感知（ ｒ ＝ ０􀆰 ０７，
ｐ ＜ ０􀆰 ０５）分别与离职意向呈现显著正相关，外部可雇佣性感知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呈现显著正

相关（ ｒ ＝ ０􀆰 ４９，ｐ ＜ ０􀆰 ００１），这些相关性为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证据。 此外，依据严重多重共线性的

判定标准（ ｒ ＞ ０􀆰 ７５）（Ｔｓｕｉ 等，１９９５） ［４４］可知，多重共线性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小。
表 ２ 相关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 性别 １􀆰 ５７ ０􀆰 ４９ １􀆰 ００

２． 学历 １􀆰 ９７ ０􀆰 ５１ － ０􀆰 ０２ １􀆰 ００

３． 年龄 ２９􀆰 ５４ ４􀆰 ６５ －０􀆰 １５∗∗∗ ０􀆰 ０３ １􀆰 ００

４． 工作年限 ５􀆰 ４９ ３􀆰 ３８ －０􀆰 １８∗∗∗ － ０􀆰 ０３ ０􀆰 ６６∗∗∗ １􀆰 ００

５．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３􀆰 １４ ０􀆰 ９５ － ０􀆰 ０６ ＋ ０􀆰 ０４ － ０􀆰 ０４ － ０􀆰 ０６ ＋ １􀆰 ００

６． 离职意向 ２􀆰 ５４ １􀆰 ０８ ０􀆰 ０５ － ０􀆰 ０９∗ － ０􀆰 １１∗∗ －０􀆰 １３∗∗∗ ０􀆰 ４１∗∗∗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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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７．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３􀆰 ８４ ０􀆰 ５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１􀆰 ００

８． 外部可雇佣性感知 ３􀆰 ５２ ０􀆰 ７８ － ０􀆰 ０４ －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２ － ０􀆰 ０８∗ ０􀆰 ０７∗ ０􀆰 ４９∗∗∗ １􀆰 ００

　 　 注：∗∗∗、∗∗和∗、 ＋ 分别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 和 ｐ ＜ ０􀆰 １０，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４．假设检验

（１）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门槛效应。 门槛模型旨在考察当门槛变量

值超过某一临界值后，门槛变量对响应变量的影响效应是否发生明显变化。 为了验证假设 Ｈ１ 所

提出的门槛效应，本文借鉴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 ［４５］的非线性门槛模型思想，构建了如下强制性组织公民

行为对离职意向影响的非线性门槛模型。 第一，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为门槛变量，离职意向为响

应变量，以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为控制变量，构建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

意向影响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设定为自举 ５００ 次迭代，可以得到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门槛值为

２􀆰 ８０。 第二，对门槛值前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

示，门槛值之前，正向影响效应较弱且不显著（β ＝ ０􀆰 ０１，ｐ ＞ ０􀆰 １０）；超过门槛值之后，影响效应显著

增强（β ＝ ０􀆰 ６１，ｐ ＜ ０􀆰 ００１）。 第三，对门槛值前后影响效应的差异显著性进行检验，可以得到 ＬＭ 检

验统计量 Ｆ 值为 ２４􀆰 ５２，对应的置信概率 ｐ 值为 ０􀆰 ００，表明上述门槛效应临界点前后两系数存在显

著差异，门槛效应显著存在，门槛值真实有效。 故假设 Ｈ１ 成立。
表 ３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门槛效应

自变量
非线性门槛回归

低于门槛值 高于门槛值

性别 ０􀆰 ０６ ０􀆰 １９∗

学历 － ０􀆰 １５ － ０􀆰 ２８∗∗

年龄 － ０􀆰 ０３ ＋ ０􀆰 ０１

工作年限 － ０􀆰 ０１ － ０􀆰 ０３ ＋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０􀆰 ０１ ０􀆰 ６１∗∗∗

常数 ３􀆰 １３∗∗∗ ０􀆰 ８４ ＋

Ｒ２ ０􀆰 ２２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效应。 参照已有研究（任洪源等，２０１７［４６］；Ｄｅｎｇ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６［４７］），本文对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在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离职意向关系间的调节作用进行

如下检验。 第一，依据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中位数进行邹突变点检验，结果发现，邹突变点检验

统计量 Ｆ 值为 ６􀆰 ０１，ｐ 值为 ０􀆰 ００，说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中位数值存在邹突变，调节作用显著，
即在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不同高低水平的情况下，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效应有

所差异。 第二，进一步通过分组回归方式对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作用具体分析。 结果如表

４ 所示：当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较低时，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

槛效应（Ｆ ＝ １５􀆰 １１，ｐ ＜ ０􀆰 ０５），门槛值为 ２􀆰 ８０，门槛值之前，影响效应不显著（β ＝ － ０􀆰 ３４，ｐ ＞ ０􀆰 １０）；
超过门槛值之后，影响效应边缘显著（β ＝ ０􀆰 ２４，ｐ ＜ ０􀆰 １０）；当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较高时，门
槛效应不显著（Ｆ ＝ １１􀆰 １６，ｐ ＞ ０􀆰 １０），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始终产生显著较强的线性影

响效应（β ＝ ０􀆰 ６２，ｐ ＜ ０􀆰 ００１）。 故假设 Ｈ２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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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作用

变量

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非线性门槛回归

低于门槛值 高于门槛值

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线性回归

性别 － ０􀆰 ０３ ０􀆰 １２ ０􀆰 １６

学历 － ０􀆰 ２０ － ０􀆰 ２６ － ０􀆰 ４０∗∗

年龄 － ０􀆰 ００ ０􀆰 ０１ － ０􀆰 ０２

工作年限 ０􀆰 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１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 ０􀆰 ３４ ０􀆰 ２４ ＋ ０􀆰 ６２∗∗∗

常数 ３􀆰 １８∗∗ １􀆰 ７８∗ １􀆰 ８６∗∗

Ｒ２ ０􀆰 １７ ０􀆰 ３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３）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调节效应。 第一，以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中位数值进行邹突变点

检验，结果发现，邹突变点检验指标 Ｆ 值为 １４􀆰 ５５，ｐ 值为 ０􀆰 ００，表明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中位数

值存在邹突变，调节作用显著，即在外部可雇佣性感知水平高低不同的情况下，强制性组织公民

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有所差异。 第二，进一步以分组回归方式对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调节作

用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当外部可雇佣性感知水平较高时，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

向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Ｆ ＝ １９􀆰 ５４，ｐ ＜ ０􀆰 ０１），门槛值为 ３􀆰 ００，低于门槛值时，正向影响

效应较弱且不显著（β ＝ ０􀆰 ０８，ｐ ＞ ０􀆰 １０）；高于门槛值时，正向影响效应显著较强（ β ＝ ０􀆰 ５７，ｐ ＜
０􀆰 ０１）。 当外部可雇佣性感知水平较低时，门槛效应不显著（Ｆ ＝ １１􀆰 ９９，ｐ ＞ ０􀆰 １０），强制性组织

公民行为始终对离职意向产生较弱的正向线性影响效应（ β ＝ ０􀆰 １８，ｐ ＜ ０􀆰 ０１）。 故综上可判断，
假设 Ｈ３ 成立。
表 ５ 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调节作用

变量

高外部可雇佣性感知

非线性门槛回归

低于门槛值 高于门槛值

低外部可雇佣性感知

线性回归

性别 － ０􀆰 ０９ ０􀆰 ２９ ０􀆰 １０

学历 － ０􀆰 ２５ ０􀆰 ０３ － ０􀆰 ３９∗∗

年龄 － ０􀆰 ０２ － ０􀆰 ０２ ０􀆰 ００

工作年限 － ０􀆰 ０３ ０􀆰 ０４ － ０􀆰 ０４∗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０􀆰 ０８ ０􀆰 ５７∗∗ ０􀆰 １８∗∗

常数 ３􀆰 １６∗∗∗ ０􀆰 ８３ ２􀆰 ７２∗∗∗

Ｒ２ ０􀆰 ３５ ０􀆰 １１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４）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和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联合调节效应。 对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高低

和外部可雇佣性感知高低所组合的四种不同情况下，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影响的差异

性进行 ｓｕｅｓｔ 检验，结果显示，在四种不同组合类型下，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效应

存在差异（χ２ ＝ ２８􀆰 ５５，ｐ ＜ ０􀆰 ００１），即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和外部可雇佣性感知对二者之间关系的

联合调节作用显著。 进一步对联合调节效应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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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与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联合调节作用

变量

高外部可雇佣性感知 低外部可雇佣性感知

高易变性职业

生涯倾向
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高易变性职业

生涯倾向

低易变性职业

生涯倾向

线性回归
非线性门槛回归

低于门槛值 高于门槛值
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

性别 ０􀆰 ０７ ０􀆰 ３６ １􀆰 ０３∗ ０􀆰 ２３ － ０􀆰 ０３
学历 － ０􀆰 ２６ ＋ － ３􀆰 ３２∗∗ － ０􀆰 ４０∗ － １􀆰 ３７∗ － ０􀆰 ３８∗

年龄 － ０􀆰 ０４ － ０􀆰 ３４∗ － ０􀆰 ０６ ＋ ０􀆰 ０６ ０􀆰 ０４ ＋

工作年限 ０􀆰 ０３ ０􀆰 ６８∗∗ ０􀆰 １８∗∗ － ０􀆰 ０９ － ０􀆰 ０４ ＋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０􀆰 ７４∗∗∗ － ０􀆰 ０４ ０􀆰 ４６ ＋ ０􀆰 ３４ ＋ ０􀆰 １８ ＋

常数 １􀆰 ７７∗ １３􀆰 ７２∗∗ ０􀆰 ８５ ２􀆰 ５２ １􀆰 ６７∗

Ｒ２ ０􀆰 ５１ ０􀆰 ９３ ０􀆰 ９３ ０􀆰 ４０ ０􀆰 １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第一，当外部可雇佣性感知水平较低时，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效应不显著（χ２ ＝ １􀆰 ２９，ｐ ＞
０􀆰 １０），即无论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高低，二者之间的关系效应均无显著差异。 具体分析可知，
无论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高（Ｆ ＝ ８􀆰 ５９，ｐ ＞ ０􀆰 １０）、低（Ｆ ＝ ８􀆰 ６９，ｐ ＞ ０􀆰 １０），门槛效应均不显著，
在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高（β ＝ ０􀆰 ３４，ｐ ＜ ０􀆰 １０）、低（β ＝ ０􀆰 １８，ｐ ＜ ０􀆰 １０）情况下，强制性组织公

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始终产生较弱的正向线性影响效应。 第二，当外部可雇佣性感知水平较高时，易
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效应显著（χ２ ＝ ５􀆰 ４５，ｐ ＜ ０􀆰 ０５），即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不同水平下，二者

之间的关系效应存在差异。 具体分析可知，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较高时，门槛效应不显著（Ｆ ＝
９􀆰 ２０，ｐ ＞ ０􀆰 １０），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正向线性影响效应显著（β ＝ ０􀆰 ７４，ｐ ＜ ０􀆰 ００１）；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较低时，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影响的门槛效应显著（Ｆ ＝
１１􀆰 ９１，ｐ ＜ ０􀆰 ０５），门槛值为 ２􀆰 ８０。 门槛值之前，影响效应较弱且不显著（β ＝ － ０􀆰 ０４，ｐ ＞ ０􀆰 １０），门
槛值之后，正向影响效应边缘显著（β ＝ ０􀆰 ４６，ｐ ＜ ０􀆰 １０）。 故假设 Ｈ４ 成立。

五、 结论与讨论

１．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 ８５４ 名新生代员工调查问卷，从动态视角构建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

的非线性门槛模型，不仅揭示了二者之间动态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且考察了影响二者之间非线性

关系的边界条件。 研究发现：第一，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产生正向影响，但该影响效应

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 当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较低时，正向影响效应不显著；而频率较高时，正
向影响效应显著且大幅提升。 第二，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调节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

非线性门槛效应。 当员工的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较弱时，非线性门槛效应显著；反之，门槛效应不显

著，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产生显著较强的正向线性影响效应。 第三，外部可雇佣性感知调

节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非线性门槛效应。 当员工的外部可雇佣性感知较强时，非线

性门槛效应显著；反之，门槛效应不显著，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的离职意向始终产生较

弱的正向线性影响效应。 第四，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与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的联合调节作用显著。 当

外部可雇佣性感知较强时，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作用显著；反之，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

作用不显著，无论其水平高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均对离职意向产生较弱的正向线性影响效应。 各

研究假设均得到了证实，不仅说明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的离职意向具有动态影响，一旦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上升至一定频率，将会诱发较高强度的离职意向，而且揭示了易变性职业生涯倾

向与外部可雇佣性感知对二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阐释了缘何新生代员工面对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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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会在离职意向上表现出多元化个体差异，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２．理论贡献

第一，从动态视角拓展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效应。 近年来随着组织公民行为领域从积极

面向阴暗面探究的转变，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日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Ｙａｍ 等，
２０１７［４８］；Ｂａｓｈｉｒ 等，２０１９［４９］；Ｈｅ 等，２０２０［５０］），然而，该领域研究仍然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已有研究主

要从静态线性关系视角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效应进行探讨，对此，不断有学者呼吁对组织公

民行为消极效应的非线性变化规律进行探析，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全貌（严瑜和张倩，２０１４［５１］；
Ｇａｂｒｉｅｌ 等，２０１７［５２］）。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影响的非线性

门槛模型，不仅揭示并验证了二者之间动态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规律，也响应了已有学者对于拓展组织

公民行为消极效应动态研究视角的呼吁。 此外，已有组织公民行为消极效应的相关研究，即使关注非

线性影响效应，也主要聚焦于对正“Ｕ”型或倒“Ｕ”型效应进行分析，而无论在现实实践还是理论分析

中，非线性关系都远不止“Ｕ”型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本文基于门槛模型所揭示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影响效应的非线性变化规律，也拓展了该领域动态非线性研究视角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第二，深化已有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影响效应的研究结论。 尽管现有部分研究揭

示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存在正向影响效应（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２００６） ［４］，但是这些研究主

要是基于二者之间静态线性关系的分析，对于该正向影响效应是否会伴随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

率而产生动态变化少有探究。 本研究通过构建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非线

性门槛模型，对二者之间动态复杂的关系规律进行了深入剖析。 结果不仅证实了强制性组织公民

行为确实会对新生代员工的离职意向产生正向影响，而且进一步指出该正向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

槛效应，并对该门槛效应中的门槛临界值，以及临界值前后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具体解析，即门槛值

之前，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的正向影响效应并不显著，门槛值之后，该影响效应不仅显

著而且大幅增强。 因此，本研究更为系统、详尽地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全貌，刻画了二者之

间的正向关系效应随门槛临界值展开的变化规律，对已有研究结论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推进。
第三，丰富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影响的理论阐释机制。 第一，在主效应理论阐释机

制上，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分析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单一的消极效应及其机制（周霞和王亚丹，
２０１８） ［１０］，但是本文基于挑战性 －阻碍性压力源与离职意向关系的理论模型和资源限制理论，不仅

揭示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离职意向可能产生的正负“双刃剑”影响效应，而且通过阐释该“双
刃剑”效应随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频率变化的动态博弈规律，系统诠释了总体上强制性组织公民

行为如何以及为何对新生代员工的离职意向产生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在打开二者之间非线性关系

规律的“黑箱”机制的同时，也对已有理论阐释机制的分析进行了丰富和深化。 第二，在调节效应

的理论阐释机制上，本文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知情感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率先探究了新生

代员工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和外部可雇佣性感知在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离职意向之间的独立和

联合调节作用。 结果发现，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和外部可雇佣性感知，是调节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对离职意向产生线性影响效应还是非线性门槛效应的关键变量。 结果有效拓展了二者之间非线性

关系规律的边界条件，也深化了对于二者之间动态非线性关系规律的理解。
第四，推进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领域的中国本土化研究。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作为组织公民行

为阴暗面研究的学术前沿话题，已得到众多研究关注（Ｍｅｔｈｏｔ 等，２０１６［５３］；Ｏｃａｍｐｏ 等，２０１８［５４］ ）。 而在

当前中国职场情境中，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不仅在新生代员工群体中极易滋生，也日渐成为新生代员

工离职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探究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之间的关系在

中国情境下不仅理论先行，而且言之有物。 所以在该背景下，构建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中国新生代

员工离职意向影响的门槛模型，考察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其边界条件，既可以为中国新生代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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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提供本土化对策建议，也可以为组织公民行为阴暗面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做出中国本土化贡献。
３．管理启示

其一，企业应全面地理解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的影响效应，避免过度的强制性组

织公民行为对员工造成的消极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乏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迫使员工

在完成职责内任务后，还要继续为组织付出额外劳动，从而导致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滋生（王惊

等，２０１９） ［５５］。 事实上，该管理方式未必适用于自我意识较强的新生代员工。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
低频率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影响不显著，但是，一旦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上升至中高频率，将会诱发新生代员工产生较强的离职意向。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和 Ｈａｚｅｒ（１９８６） ［５６］ 指出，适
当的员工流动率有利于组织创新，但员工离职率过高将破坏组织稳定性，造成极大损失。 因此，组
织应当警惕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随频率上升而逐渐增强的消极影响效应，要尽量采取引导激励而

非高压管理方式，促使新生代员工主动做出有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
其二，企业应重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具有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高外部可雇佣性感知特征的

新生代员工的影响。 随着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来临，新生代员工的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逐渐增强，即他

们不仅更倾向于自主管理职业生涯发展，而且更倾向于将自己与组织之间视为更为灵活的雇佣关系，一
旦发现与组织无法契合，就更易通过职业流动以重塑职业发展。 研究结果也发现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的员工面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时，会加速产生更强的离职意向。 而该情况对于兼具高外部可雇佣性感

知的新生代员工而言更是如此，由于他们就业竞争力相对较强，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良好的外部

就业机会情境，离职风险和离职成本也较低，所以面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更易产生离职意向。 因此，组
织要尤为警惕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核心员工离职意向的影响，以进一步防止人才流失。

４．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其一，鉴于本研究构念均与员工内在认知、态度和行为有关，所以为了更

精确地测量变量真实值，本研究主要采用员工自评方式对各个变量进行了测量。 尽管采用多时点

测量控制了同源偏差，并且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但是仍然有待于改善研究方法，
以最大化程度控制误差。 其二，由于本文主要聚焦于揭示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离职意向之间的非

线性变化规律及边界条件，且现有研究方法尚未针对非线性门槛模型开发中介效应的分析程序，所以

本文仅对二者之间存在动态非线性关系的中介机制进行了理论演绎，并未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故有待

于跟进非线性门槛模型分析方法的前沿进展，进一步对二者之间的“黑箱”机制进行实证探究。
未来可以从以下方面对该领域继续深入探讨：其一，本研究主要聚焦于长期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

与离职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然而，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在时间维度上还存在一定波动性，未来

可以对短期和中期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探究，对比分析不同时间维度下二者之间

的关系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并探析差异背后的原因机制。 其二，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在中国职场情境

中的存在十分显著，不仅存在于个体层次，也存在于团队甚至组织层次。 本研究主要是在个体层面上

关注了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影响，未来可以通过跨层分析设计探究团队或

组织层面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个体或集体离职意向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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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皓杰　 程延园， 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与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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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 ３ ）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ｈｅｎ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ｓ ａ ｗｅａｋ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４）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ｈｅｎ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ｗｅａｋ，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ｗｅａｋ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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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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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ｏ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ａｓ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ｗａｙ． （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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